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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研究区 1995、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的 Landsat TM /OLI 影像，定量分析其植被覆盖

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植被覆盖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性． 结果表明: 1995－2015

年闽三角城市群低、中低植被覆盖总体增加，中、中高和高植被覆盖总体减少，植被覆盖整体呈退化趋势;

闽三角地区植被覆盖水平与垂直空间变化明显，其中在水平空间上，严重退化区和中度退化区主要位于泉

州东南区域和厦门地区; 在垂直空间上，植被覆盖度分别在海拔 1 200～ 1 500 m、坡度 30° ～ 40°达到最大

值，阴坡植被覆盖度高于阳坡，而平地植被覆盖度最低; 植被覆盖变化主要受人类活动影响，其中人口密

度、建设用地和 GDP 的影响较大，双因子之间的协同作用相对于单因子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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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Landsat TM /OLI images of 1995，2000，2005，2010 and 2015，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its variation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Min Delta，and used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low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middle-low vegetation coverage increased，the mid-
dle vegetation and middle-high vegetation and high vegetation decreased，and the overall vegetation
coverage showed a degraded trend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Min Delta from 1995 to 2015．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pac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Min Delta． In the
horizontal space，the severely degraded area and the moderately degraded area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Quanzhou and Xiamen regions． In the vertical space，the vegetation coverage
reached a maximum at 1 200～1 500 m altitude and 30° ～40° slope respectively，and it was higher
in the shady slope than the sunny slope． However，the vegetation coverage was the lowest in the
flat． The vegetation cover change was mainly affected by human activities，and the population den-
sity，construction land and GDP have a greater impact． The synergy between two factors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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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er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vegetation cover than the single factor．
Key words: vegetation coverag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Min

Delta

城市群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形成的一种空间相邻、协同发展的特殊区域，在推动城市

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 而素有 “闽南金三角”之称的闽三角城市群位于我国亚

热带地区，早期生态环境优良． 但近年来，随着对“厦漳泉一体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退植扩建

和森林砍伐现象愈演愈烈，天然植被被人工绿地所代替，自然环境脆弱性增加［2－3］，人类活动的不断

加剧影响了闽三角城市群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平衡，破坏了植被的生长环境，因此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

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4－5］．
此外，植被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直接反映区域生态环境的总体状况，

体现自然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交互作用［6］． 而描述植被的重要参数———归一化植被指数 ( NDVI) ，

已被广泛应用于探究植被覆盖变化［7］． 邓晨辉等运用多元回归残差分析法和偏最小二乘回归法探究了

秦岭植被覆盖时空变化与当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响应，发现人类活动在植被覆盖变化中发挥

主导作用［8］; 刘旻霞等在分析黄土高原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的基础上，使用偏相关分析和残差分析法

探讨了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发现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变化具有双重作用［9］．
尽管前人研究已聚焦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但对于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作

用研究仍旧较少，且大多数采用相关或回归等统计方法，此类方法主观性较强，仅仅从数量上描述了

影响因子对植被覆盖变化的作用程度，并未定量分析影响因子对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异的影响［10］． 地

理探测器 ( http: ∥www. geodetector. org) 是一种探测空间分异并揭示其潜在影响因子的一种方法，

它通过探测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层异质性来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力［11］． 例如柳冬青等通过地理探测器定

量分析了甘肃白龙江流域土壤磷流失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探究了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为磷

治理提供了有效建议． 而 Du 等发现该模型也适用于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研究［12］． 该方法目前在人类

健康方面应用较广泛，在自然、环境中的应用也逐渐普及，但运用于植被覆盖度影响因子研究仍较少［11］．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1995－2015 年 5 个时期的 Landsat TM /OLI 影像，定量分析闽三角城市群近

20 年植被覆盖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植被覆盖空间分异的主导影响因

子及交互作用，为快速发展下的闽三角城市群的植被覆盖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闽三角城市群总面积约 2. 5×104 km2 ( 研究区不含金门县) ，包括厦门、泉州和漳州 3 个设区市，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东南部，东经 116°53'21″ ～ 119°01'38″，北纬 23°33'20″ ～ 25°56'45″处，

素有“闽南金三角”之称［13］． 该区域属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温度稳定在 14. 6 ～ 21. 3 ℃ 之

间，年均降水量 1 000～1 200 mm，河网密布． 研究区以山地丘陵为主，最高海拔 1 823 m，最低海拔
－20 m，地形起伏较大; 森林覆盖以阔叶林、针叶林为主; 土壤以红壤、砖红壤为主，抗侵蚀能力差．
闽三角城市群地理位置见图 1．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选取 1995、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6 ～ 10 月 的 Landsat TM /OLI 影 像 ( http: ∥
www. gsclound. cn) ，因为这时期植被生长较旺盛，能够更好地研究该区域的植被覆盖度，以增加植被

时空变化研究的可比性． 研究区完全被覆盖需要 5 景影像，轨 道 号 分 别 为: 119 042、119 043、
120 042、120 043、120 044，为提高精度、减小地形和大气的误差，将原始影像分别进行辐射定标、
大气校正、几何校正、镶嵌等预处理，将云量小的、信息量大的影像至于顶层，以形成质量较高的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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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闽三角城市群地理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Min Delta

三角城市群的完整影像［14］．
2. 2 研究方法
2. 2. 1 植被覆盖度估算

像元二分法模型假设每个像元的光谱

信息均是由纯植被和纯土壤两种组分以面

积比例加权而成的线性组合［15－16］，即

VFC =
NDVI － NDVIsoil( )
NDVIveg － NDVIsoil( )

，

式中，VFC 为植被覆盖度; NDVIsoil为裸土

或无植被覆盖区域的 NDVI 值; NDVIveg为

纯植被像元的 NDVI 值。
本模型的应用的关键在于对NDVIveg和

NDVIsoil的取值上，理论上NDVIsoil 为应该

是一个接近于 0 的值，但是由于各种噪声

的影响，使得其取值通常在－0. 1～ －0. 2 之

间，而NDVIveg由于受到植被类型、植被生

长周期的影响，也无法取到理想值。因此

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方法［17］，NDVIveg 和

NDVIsoil通过 NDVI 频率累积表的 5%的置

信区间为纯土壤像元，95%的置信区间为

纯植被像元．
植被覆盖度 VFC 介于 ［0，1］ 之间，

结合闽三角城市群植被覆盖的实际情况，

并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将植被

覆盖度分为 5 个等级［18］，分别是: 低植被

覆盖度: ＜30%; 中低植被覆盖度: 30% ～
45%，中植被覆盖度: 45%～60%，中高植被

覆盖度: 60%～75%，高植被覆盖度: 75%．
2. 2. 2 地理探测器

基于空间方差分析理论的地理探测器，其理论的假设是: 如果某种影响因子对地理事物分布有重

要影响，那么该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子的空间分布应该具有空间一致性［19］． 地理探测器主

要包括 4 个探测器，其中因子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地理因子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该地理事物的空间分

异; 交互探测器用于探测不同因子在影响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方面是否发挥交互作用［19］． 目前对影

响因素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统计分析、系统分析和模型化方法［20］，但这些传统方法对模型假设条件和

数据要求较多，而地理探测器模型假设制约条件较少，可以有效降低传统数学统计模型处理此类问题

的局限性． 地理探测器最早被应用于疾病风险与地理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将其用于

探究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21］． 地理探测器的具体公式为:

q = 1 － 1
N σ2∑

L

h = 1
Nh σ

2
h， ( 1)

式中，q 是度量空间分异性的指标; h= 1，2，…，L 为分类的数目; Nh 和 N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样本

单元数; σh 和 σ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方差。q 的取值范围为［0，1］，q 值越大，说明空间分异性越明显．
结合前人研究［21］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 1995 年和 2015 年研究区内降水量、气温、人口密度、

GDP、耕地和建设用地因子，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 http:∥www. resdc. cn) ;

并加入地形因子 ( 坡度、坡向、海拔) ，其提取自 30 m 的 DEM 数据( http:∥www. gscloud. cn) ．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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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10 km×10 km 格网作为空间单元，获取每个空间单元内 1995－2015 年影响因子的变化量，并在

ArcGIS 中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对各影响因子变化量进行等级分区，分为 5 个等级，分别探测各因子对

闽三角城市群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的影响．

3 结果与分析

3. 1 植被覆盖时间变化特征

如图 2，研究区植被覆盖总体状况良好，随时间的变化，5 个不同等级的植被覆盖面积变化明显．

图 2 1995－2005 年闽三角城市群植被覆盖状况

Fig. 2 Changes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Min Delta from 1995 to 2015

注: Ⅰ级到Ⅴ级分别表示低植被覆盖度、中低植被覆盖度、中植被覆盖

度、中高植被覆盖度和高植被覆盖度

图 3 1995－2015 年闽三角城市群不同等级植被覆盖度变化

Fig. 3 Different levels of vegetation coverage change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Min Delta from 1995 to 2015

如图 3 示，1995－2015 年，低植被

覆盖度的面积持续增加，中低植被覆盖

度的面积总体上呈现波动增加的趋势，

分别增加了 1 943. 11 km2 和 66. 23 km2 ;

而 1995－ 2010 年中植被覆盖度、中高

植被覆盖度和高植被覆盖度的面积总

体上呈现波动减少的趋势，分别减少

了 508. 37、603. 86、897. 11 km2． 对比

发现，每一年高植被覆盖度所占总面

积 的 比 例 均 为 最 大， 均 值 达 到 了

75. 23%． 但 2015 年发生了突变，高植

被覆盖度的面积比例降到了均值以下，

只占 71. 88%; 低植被覆盖度所占比例

高于均值 3. 82%，表明 2015 年闽三角

城市群的植被退化严重．
3. 2 植被覆盖空间变化特征
3. 2. 1 水平空间变化

根据前人研究植被覆盖度变化的分级标准［22］，将 1995－2015 年闽三角城市群植被覆盖变化情况

分为 7 个等级，分别为: 严重退化区 ( ＜－30%) 、中度退化区 ( －30%～ －10%) 、轻微退化区 ( －10%
～ －5%) 、稳定区 ( －5%～5%) 、轻微改善区 ( 5% ～ 10%) 、中度改善区 ( 10% ～ 30%) 、明显改善区

( ＞30%) ，得到近 20 a 该区域分区县植被覆盖度变化 ( 图 4) ．
总体上，该研究区的植被覆盖以稳定区为主，占据总面积的 52. 73%; 其次是以改善区较多，占

据总面积的 26. 56%． 改善区总面积比例在 35%以上的有 7 县 ( 市、区) ，按比例大小依次排列为:

东山县、诏安县、海沧区、龙文区、翔安区、漳浦县和同安区，主要分布在闽三角的东南部地区． 研

究区内植被覆盖呈退化状态的区域，占据总面积的 20. 71%． 退化区总面积比例在 35%以上的有 11 个

县 ( 市、区) ，按比例大小依次排列为: 石狮市、晋江市、鲤城区、湖里区、翔安区、丰泽区、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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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思明区、龙文区、集美区和海沧区，主要分布在闽三角的东部地区． 其中石狮市、晋江市、鲤城

区和湖里区的退化总面积比例在 55%以上，除了湖里区位于厦门市，其他 3 个地区都位于泉州市，表

明该期间泉州市的植被生长环境恶化十分严重．

图 4 1995－2015 闽三角城市群植被覆盖度变化及分区统计

Fig. 4 Change and zonal statistical result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Min Delta from 1995 to 2015

3. 2. 2 垂直空间变化

闽三角地区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植被垂直空间差异显著［23］． 为分析研究区植被覆盖在垂直空

间上的分布特征，分别探讨了海拔、坡度和坡向与植被覆盖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研究区最低海拔为－20 m，最高海拔为 1 823 m，本次研究将其分为 6 个等级:≤300 m、300～600 m、

600～900 m、900～1 200 m、1 200～1 500 m 和≥1 500 m，分别统计近 20 a 海拔区间的平均植被覆盖

度值分别为: 0. 69、0. 86、0. 88、0. 89、0. 91 和 0. 90． 同样地将研究区坡度划分为 6 个等级: ≤10°、
10° ～20°、20° ～30°、30° ～40°、40° ～ 50°和≥50°，相对应的植被覆盖度值分为: 0. 67、0. 85、0. 90、
0. 92、0. 90 和 0. 67． 由图 5 可知，随海拔和坡度的增加，植被覆盖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在≤300
m 的低海拔地区植被覆盖度最低，这是由于低海拔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农业规划和城镇建设等的影响．
随海拔的升高先增加，并在 1 200～1 500 m 区间上达到最大值，而海拔的继续增加植被覆盖度开始降低．
这可能是由于海拔高的地区与海拔低的地区植被类型不同所致，诸如林地变为灌丛草地［24］，且海拔达

到一定程度，气温较低、降水量减少，均影响了植被生长，植被覆盖较低． 植被覆盖在坡度为 30° ～40°
区间达到最大值，而该区间主要是森林覆盖区域［25］，加之人类活动较少，因此植被覆盖率较高．

为进一步探究研究区内植被覆盖度与地形因子之间的关系，探讨其随坡向的变化特征． 将研究区

按照平地 ( －1°) 、阴坡 ( 0° ～45°、315° ～360°) 、半阳坡 ( 45° ～135°) 、阳坡 ( 135° ～225°) 、半阴

坡 ( 225° ～315°) 分为 5 个坡向带，分别统计每个坡向带的多年平均植被覆盖度值． 结果发现植被覆

盖度随着坡向的变化而变化，从小到大依次为平地 ( 0. 31) ＜半阳坡 ( 0. 73) ＜阳坡 ( 0. 75) ＜阴坡

( 0. 78) ＜半阴坡 ( 0. 80) ． 由此可知平地的植被覆盖度值最低，而半阴坡的植被覆盖度相对最高． 这

是由于平地的植被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最多，而半阴坡的土壤水分充足、光热条件适宜，湿润的地理

条件更利于植被的生长． 由于阳坡太阳辐射量过高，蒸发量过大致使土壤水分不足，且阳坡多用于坡

地农业垦殖，因此阳坡相对于阴坡植被覆盖较差［26］．
3. 3 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从植被覆盖度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 表 1) 发现，各因子对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异影响程度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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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闽三角城市群 1995－2015 年平均植被覆盖度在海拔和坡度上的变化

Fig. 5 Variation of annual average vegetation coverage value in elevation and slope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Min Delta from 1995 to 2015

人口密度＞建设用地面积＞ GDP＞降水＞气温＞耕地面积＞海拔＞坡度＞坡向． 即人类活动对闽三角城市群

植被覆盖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人口密度、建设用地面积和 GDP，这 3 个要素的解

释力明显高于其他影响因素． 其次，气候因素对植被覆盖变化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降水量的解

释力略高于气温，说明降水量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程度大于气温． 此外，地形因子对植被覆盖度空

间分异也存在一定影响，其中海拔和坡度对植被覆盖空间分异的影响高于坡向．
表 1 1995－2015 年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因子 q 值统计

Tab. 1 The q valu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egetation coverage changing in 1995－2015

降水量 气温 人口密度 GDP 耕地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海拔 坡度 坡向

q 0. 192 0. 190 0. 289 0. 214 0. 147 0. 247 0. 110 0. 107 0. 009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12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 表 2) 表明除坡向以外的 8 种影响因子两两交互作用均会增加对植被覆盖变

化的解释力． 交互作用解释力靠前的均为人口密度与其他影响因子的协同作用，解释力均高于 30%，

其中人口密度与降水量的叠加作用最大，可解释 35. 3%的植被覆盖变化空间分布． 此外，GDP 与降

水量的叠加也可大大加强单因子对植被覆盖变化的解释力，说明在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对

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力较强．
表 2 不同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探测

Tab. 2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covariates in different factors

降水量 气温 人口密度 GDP 耕地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海拔 坡度

气温 0. 246
人口密度 0. 353 0. 328

GDP 0. 316 0. 255 0. 320
耕地面积 0. 279 0. 246 0. 318 0. 219

建设用地面积 0. 293 0. 259 0. 335 0. 288 0. 248
海拔 0. 284 0. 308 0. 331 0. 241 0. 231 0. 251
坡度 0. 309 0. 309 0. 346 0. 231 0. 257 0. 270 0. 141
坡向 0. 240 0. 244 0. 310 0. 183 0. 175 0. 214 0. 165 0. 170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 1995、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5 个时期植被生长季 ( 6－10 月) Landsat 系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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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运用像元二分模型估算闽三角城市群的植被覆盖度，分析了植被覆盖度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格

局; 在此基础上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闽三角城市群植被覆盖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主

要结论如下:

( 1) 近 20 a 闽三角城市群植被覆盖总体状况良好，高植被覆盖度均值达到了 75. 23%． 这主要因

为我国东南地区均温较高、雨量充沛、水热资源丰富，植被生长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27］． 2015 年植

被覆盖退化较严重，可能是由于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力度不够所致．
( 2) 闽三角植被覆盖度整体呈 “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从水平空间

上来看，主要以稳定区为主，严重退化区和中度退化区主要位于泉州东南区域和厦门地区． 严重退化

区占比达到 30%以上的有 3 个地区，其中泉州市中的石狮市退化情况最为严重，占比达到 38. 57%，

晋江市次之，占比为 36. 17%，鲤城区随后，占比为 33. 86%． 表明这 3 个区域植被覆盖退化严重，有

关部门可结合当地政策实施对植被加强保护．
( 3) 从垂直空间上来看，地形特征是决定植被生境要素的主导因子，这与前任研究相一致［28］．

植被覆盖度随海拔的升高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在 1 200～1 500 m 区间上达到最大值; 随坡度

等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坡度为 30° ～ 40°处植被覆盖最佳; 受水热条件的影响［29］，阴坡植

被覆盖度高于阳坡，而平地植被覆盖度最低．
( 4) 1995－2015 年研究区内植被覆盖变化整体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可能是因为在快速发展的闽

三角城市群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居民所需生产生活用地增加，部分植被覆盖面积被用于建设用地，

从而导致植被覆盖变化较大． 而耕地面积相对于其他人类活动因子对植被覆盖影响较小，可能是因为

闽三角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形起伏较大，多数植被覆盖的山地不适宜耕地种植． 气候因素对植被覆盖

影响也较大，主要是因为充足的水分和适宜的温度有利于植被的生长． 在对植被覆盖垂直分布的研究

中，发现地形因子与其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关系，而根据因子探测结果得知海拔和坡度相对于坡向对植

被影响更大，这与前人研究一致［30］，可能是因为海拔和坡度影响土壤水分与土壤肥力，且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人类活动范围［29］，进而影响植被覆盖度． 但地理过程的复杂性往往导致影响因子不是单独

起作用，而是共同作用的，探讨其作用的耦合程度目前仍是急需解决的难题． 本次研究采用交互探测

器进行植被覆盖变化影响因子两两作用的探讨，以期发现影响因子间共同作用的规律． 结果表明人口

密度与其他影响因子的协同作用，解释力均高于 30%，意味着人口密度因子的变化，使得降水量、
坡度、建筑面积、海拔、气温、GDP 和耕地面积因子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力加大． 因此，在制定植

被管理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人口密度的影响，有针对性的选取适合的治理方式．
闽三角城市群是目前我国东南地区的重要发展区域，虽生态状况一直保持良好，但经济的迅速发

展和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仍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本研究得出闽三角城市群多年的植被覆盖空

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运用地理探测器对造成植被覆盖空间变化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传统的

植被覆盖研究相比，更直观揭示出该区域植被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其植被覆盖变化的因子作用情况． 为

该地区有关部门对其生态环境治理和植被保护提出了科学性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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